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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长期影响

卢　冲　张吉鹏＊

：本文基于１９９４年的一个准自然实验和跨长时期的追溯数据，分析
了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搬迁加速了代际流动；提高了
中低收入阶层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和收入排序；促进了高收入阶层代际向下流
动；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呈现向上和向下的两级分化。搬迁扶贫对女性和
迁移距离较远的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搬迁导致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
化是影响代际流动的重要机制。

：搬迁扶贫；代际流动；共同富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３．０１．０２

一、引　　言

消除贫困和阶层差异，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大量贫困人口的

存在和代际流动性下降１不利于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２０１５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等方式到２０２０年让７　０００多万贫困人
口摆脱贫困。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我国累计搬迁贫困人口６８０多万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计
划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实现中西部地区约１　０００万贫困人口脱贫 （国家发展改革委，

２０１６）。搬迁扶贫已成为推动贫困人口发展，跨越代际贫困陷阱，增强代际流动，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关于搬迁扶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长期影响及作用机制
的研究甚少。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明确将搬迁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途
径。本文基于这一时期山东省博山区实施的搬迁扶贫项目，研究家庭整体搬迁对代际收
入流动的长期影响及作用机制。１９９４年，博山区政府将１９个贫困村搬迁合并到距离博
山区市中心附近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在研究设计上，本文选择了另外１９个社会经
济与自然环境相近的非搬迁村作为参照组。搬迁前，搬迁村和非搬迁村在家庭的主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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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和经济特征上无显著差异。并且，该搬迁是政府针对村庄层面设计的，对于家庭而言
是外生冲击，其无法选择是否成为搬迁对象，所以这种搬迁是一种准自然实验。
本文研究的搬迁扶贫项目跟过去和近年来中国其他地区的搬迁有共同特征，为研究

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长期影响提供了一个有一般意义和可比性的准自然实验。为了检
验本文数据与全国情况的差异，我们与更具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 （２０１４年的ＣＬＤＳ和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本文样本有一定的代表性，不属于特别偏离总体分
布的群体。但是，父母的总体收入偏低，因为搬迁村分布在贫困地区。
搬迁扶贫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实施了各种类型的搬迁扶贫

项目。其中，在政府资助下，将贫困地区的人口迁移到较发达地区的项目是较为重要的
一种。这种搬迁扶贫的方式能否减缓贫困，其与代际流动的作用关系，仍需要更多的实
践证据，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搬迁扶贫的短期效
应，对于长期影响及其与代际流动之间作用关系的探讨较少，相关的机制研究更少。本
文为面向机会的迁移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这一研究领域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和理论参考。中国实施搬迁扶贫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是中国模式多为农村往城镇搬迁，
而不是城市或者农村社区之间的搬迁，这是对现有国际研究的有益补充。
关于中国代际流动的测算差异较大，代际收入弹性在０．２７到０．６７之间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杨沫和王岩，２０２０）。研究数据主要集中在ＣＧＳＳ、ＣＨＮＳ和ＣＬＤＳ等 （王伟同
等，２０１９；阳义南和连玉君，２０１５；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而本文的数据优势来自搬迁扶贫
的自然实验，历史档案和长时期的追溯数据，可以为研究搬迁群体和未搬迁群体代际收
入流动，以及搬迁扶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因果关系和基础分析提供重要的案例和基础
数据。
家庭化迁移经历会使得子代努力程度提升，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从而改善代际流动

（宋旭光和何佳佳，２０１９）。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发现，教育强化了人口迁移和社会网络对
迁移群体代际收入流动的正向影响。滕祥河等 （２０２０）的研究显示，三峡库区的非自愿
性家庭化迁移提高了子女的代际职业流动水平。不同于上述研究，本文发现搬迁扶贫提
高了中低收入阶层中搬迁家庭子女代际收入流动水平；与男性相比，中低收入阶层的搬
迁家庭中女性受到搬迁扶贫的影响更大；高收入阶层的搬迁家庭受到显著的负向影响；
搬迁对原有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冲击，可能是导致搬迁扶贫对子女代际流动
产生影响的重要途径。
本研究在方法上更接近Ｃｈｅｔ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ｅｎ （２０１８）用长期微观数据分析迁移与子

女发展和代际流动的因果关系。他们发现，与原社区的孩子相比，迁移家庭在新社区居
住时间每增加１年子女成年后的收入增加４％。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对美国１９９４年实施
的住房券项目的研究发现，随机将贫困家庭搬迁到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居住，其年龄低
于１３岁的子女成年后将获得更好的就业和更高的收入。Ｂｅｒｇｍ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发现，
搬迁家庭子女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比未搬迁家庭高出１．６％。类似地，本文发现搬迁扶
贫使得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增加２．１％；与男性相比，搬迁扶贫使得中
低收入阶层中女性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增加６％。并且，迁移距离越远，搬迁扶贫对
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正向作用越大。然而，搬迁扶贫使得高收入阶层子女
代际向上流动概率降低８．７％，代际收入排序差值降低９．２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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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搬迁扶贫家庭的长期发展和代际流动两个方面。在我们对贵州
等地的考察中，发现地方政府对于搬迁扶贫的长期稳定发展有很多顾虑，缺乏有效的政
策指导。本文对搬迁扶贫长期影响的研究可以为当前的扶贫实践和搬迁后移民的长期发
展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对巩固扶贫成果的长效机制建设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外，本文
也对代际流动的相关问题及其与搬迁和移民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搬迁扶贫项目；第三部分是数据和方法；第

四部分是描述和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最后是总结。

二、项目背景

博山区位于山东省中部山区，辖６个镇、３个街道。２０１９年，博山区生产总值２２６．９６
亿元。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博山区城区和城郊村镇的陶瓷、机电泵业和玻璃制品等
产业迅速发展，工业总产值不断提高，村镇企业蓬勃发展。城区和城郊村镇经济飞速发
展的同时，逐渐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博山区的李家乡、池上乡、石门
乡等偏远山区却陷入人多地少、就业不足、收入水平低的困境。１９９２年，博山区政府开
始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开发式扶贫相结合的搬迁扶贫方式。１９９４年，博山区
政府将距离区政府较远的李家和池上等乡镇和距离县城较近但是地理条件较差的石门乡

的１９个村庄整村搬迁到距离县城较近且经济较发达的白塔镇、域城镇和八陡镇。
从搬迁村和未搬迁村的空间分布来看，搬迁村和非搬迁村主要位于博山区的西北部

和东南部地区。１９９５—１９９７年，搬迁乡镇工业总产值大约在３　９７６万—７　２９９万元，村办／
乡镇企业数约８—２２家，农民人均纯收入约１　８５０—２　８３７元。而接收乡镇 （街道）工业
总产值约１２　８９８万—２５２　１００万元，村办／乡镇企业数７１—１９９家，农民人均纯收入约

２　６７１—４　６２７元。总体上，搬迁村具有户数少、距离远、人均收入低等特征。其中，搬
迁村平均户数为５７户，距离博山区城区约３８千米，人均收入８６４元，户均耕地面积约

０．９亩，平均每村拥有中学及以下学生３３人，平均每村拥有民办教师不足１人。２

博山区实施的搬迁扶贫项目通过将贫困地区人口从农村向城区和近郊的经济发达地

区转移，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突出以劳务转移为核心，对农村剩余劳动力
进行劳务输出，将贫困山区脱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这种模式跟近年来我国大规模推进
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有相似之处，本文的研究对于这些项目的长期发展有一般意义。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基本特征

本文的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２０１９年春节前后进行的田野调查和预
调研：①访问了１９９４年博山项目的组织和执行者 （包括当时的主管区委书记、项目负
责人和各乡镇村的项目实施负责人），详细了解搬迁项目的实施过程；②搜集了项目相
关的所有档案文件和统计数据；③走访且预调查约２００个家庭，为后期的正式调查积累

２ 数据来源于 《博山年鉴 （１９８６—１９９７）》和搬迁项目的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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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第二阶段的正式数据收集依托２０１９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统一组织协调，于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共访问１　０１０户，有效数据 （排除缺失和错误）９９０份 （有效率９８％）。
在实施上，首先通过地方政府的协助跟村委会接洽获取村庄的家庭名单，剔除１９９４年
以后通过婚姻等落户的村民，纳入将户口迁出的村民，最终获得１９９４年搬迁前各村的
个体名单。然后根据修正后的名单依次对家中１９７４—１９９４年出生的本人或父母进行面
访，无法面访的样本通过电话和微信以问卷星电子问卷进行远程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
括子女性别、年龄、教育史、工作史等。统计显示，平均每份问卷填写完成的时间大约
为２４分钟，填写完成问卷时间的中位数为２２分钟。最终，搬迁村有效被访户４２７户，
未搬迁村有效被访户５６３户。
表１汇报了变量的基本统计结果。样本中男性占比５３．３％，平均年龄约３４岁，平

均文化程度大约为高中；非农户口占比较小，约为１５．８％；自评健康水平较好，就业率
较高；结婚率达８４．８％；父母的平均年龄约６０岁，平均文化程度为小学。

表１　变量基本情况

变量 赋值和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９９０　 ０．５３３　 ０．４９９

年龄 年 ９９０　 ３３．８　 ５．５

文化程度 年 ９９０　 １１．９　 ３．３

户口类型 非农户口＝１；农业户口＝０　 ９９０　 ０．１５８　 ０．３６５

健康状况
比较差＝１；较差＝２；一般＝３；比较好＝４；非常
好＝５

９９０　 ４．４　 ０．９

婚姻状况 已婚＝１；其他＝０　 ９９０　 ０．８４８　 ０．３５８

家庭人数 共同居住的家庭人数 （人） ９９０　 ３．６　 １．３

工作经历 从事过６个月以上工作的数量 （份） ９９０　 １．８　 ０．９

２０１４年子女月收入 元 ９９０　 ２　６７２　 ２　７７２

１９９３年父母月收入 元 ９９０　 ６０６　 ７２５

父母平均年龄 岁 ９９０　 ６１　 ６

父母平均文化程度 年 ９９０　 ６　 ３

代际向上流动 子女收入排序大于父母收入排序＝１，否＝０　 ９９０　 ０．４８１　 ０．５

代际流动绝对值 子女收入排序与父母收入排序差值 ９９０　 ０．０６２　 ３６．１

村庄农户数 户 ９９０　 １１６　 ６４

村庄到城区距离 千米 ９９０　 ３７　 １１

人均年收入 元 ９９０　 １　０５３　 ２６２

人均耕地面积 亩 ９９０　 ３７５　 ２５２

　　注：收入通过ＣＰＩ平减，调整为２０１８年水平。

尽管搬迁村的选择并不是随机的，但是，对于家庭而言是无法影响其所在村是否成
为搬迁村的。因此，是否成为搬迁村对于家庭而言是一种外生冲击。并且，单个家庭由
于户籍等因素的影响几乎无法使自己的家庭迁入搬迁村而获得搬迁资格。本文首先对实
验组和参照组中子女和父母的基本特征进行平衡性检验，即检验两个群体是否无显著的
系统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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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ｇａｋ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发现，移民群体中收入百分位排序从最低增加到最高时，乡
城移民的正向效应从１．５％降低到０．１％。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对美国绝对代际流动水
平的测算是通过对父母收入分布在２５分位数上其子女收入平均排名的测度而获得的。
中国扶贫政策落地时贫困村中的精英群体和普通群体的福利收益也存在差异性。本文认
为对于贫困群体中不同收入百分位排序的子群体而言，搬迁扶贫对其长期影响可能存在
差异性。鉴于此，本文将样本分为两组：家庭收入百分位数排序在７５分位数以下为一组，
即中低收入阶层；家庭收入百分位数排序在７５分位数及以上为另一组，即高收入阶层。
本文分别基于样本整体、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对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平衡性进

行检验。发现，除村庄特征外，搬迁时样本整体、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中实验组
和参照组在性别、年龄、户口类型等方面都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限于篇幅，未展示）。

（二）实证方法

首先，本文将对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测度。代际收入流动的测算方法，主要分为绝
对代际收入流动和相对代际收入流动两类。绝对代际收入流动包括绝对代际收入流动率和
代际转换矩阵；相对代际收入流动包括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相关性和代际收入排序。

（１）绝对代际收入流动率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ＩＭ）是直接衡量代
际流动水平的指标之一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通常，对子女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测算时，
较为直接的一种判断就是将子女收入与父母收入直接进行对比 （式 （１））。具体地，使
用ｔｙｐｅ表示实验组、参照组和全样本，Ａｔｙｐｅ表示子女收入高于 （或等于）父母收入的比
例。其中，Ｎｔｙｐｅ表示实验组、参照组或全样本中子女的数量；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和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表
示实验组、参照组或全样本中子女和父母的收入。

Ａｔｙｐｅ＝
１
Ｎｔｙｐｅ∑ｉ １　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 ＞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 }. （１）

（２）已有研究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普遍发现，高收入父母的收
入与其子女的收入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代际转换矩阵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ＴＭ）可以直观且精准地测算出这种非线性关系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 （Ｎｙｂｏｍ　ａｎｄ　Ｓｔｕ－
ｈｌｅｒ，２０１６）。具体地，通过依次计算父母收入阶层中最低阶层 （Ｑ１）的子女成年后收入
在中下阶层 （Ｑ２）、中等阶层 （Ｑ３）、中高阶层 （Ｑ４）和最高阶层 （Ｑ５）的概率，进而
得到代际转换矩阵。

（３）代际收入弹性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ＧＥ）是最常用和最经典的
测算代际流动的方法。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ｏｍｅｓ（１９８６）最早提出通过线性方程计算子女和父
母收入的对数关系来测算代际流动水平。Ｓｏｌｏｎ（１９９２）对该方法测算代际流动水平的偏
误进行了讨论和改进。具体地，ｌｎ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 和ｌｎ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 分别表示子女和父母收入的
对数；系数β表示子女收入变动对父母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即代际收入弹性。β越大则
说明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程度越高，即代际流动水平越低；反之，β越小则说明代
际流动越高。

ｌｎ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α＋βｌｎ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εｉ. （２）
（４）代际收入相关系数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ＧＣ）。由于代际收入弹性没

有考虑到父代和子代对数收入离散程度的差异。具体地，如果测算出实验组代际收入弹



第１期 卢冲、张吉鹏：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长期影响 ２３　　　

性很低，这可能仅仅是因为子代对数收入的差异相对于父代而言较低所导致。鉴于此，
本文进一步纳入父代和子代对数收入的标准差计算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其中，β为式 （２）

中的代际收入弹性；ＳＤｌｏｇ　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ｅｉ（ ）｛ }

ＳＤｌｏｇ　Ｃｈｉ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ｉ（ ）｛ }
为父代和子代对数收入标准差的比值。

ＩＧＣ＝β×
ＳＤｌｏｇ　Ｐａｒｅｎｔ＿ｉｎｃｏｍｅｉ（ ）｛ }
ＳＤｌｏｇ　Ｃｈｉｌｄ＿ｉｎｃｏｍｅｉ（ ）｛ }.

（３）

（５）代际收入排序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ｎｋ，ＩＧＲ）。尽管使用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可以
减少由于个体生命周期带来的偏差。但是，如果父代和子代对数收入是非线性关系，本
文的估计结果仍然可能存在较大的偏差。参考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等人的研究，本文
将父代和子代收入转换为１到１００的排序，通过估计代际收入排序来反映实验组和参照
组的代际流动水平。具体地，Ｒａｎｋ＿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 和Ｒａｎｋ＿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 分别表示实验组 （或
参照组）被访子女和父母的收入百分位排序。α１ 为代际收入排序相关系数。

Ｒａｎｋ＿Ｃｈｉｌｄｔｙｐｅ，ｉ＝α０＋α１Ｒａｎｋ＿ｐａ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ｉ＋ξｉ. （４）
其次，本文通过计算实验组和参照组中子女和父母收入排序差异的大小，得到实验

组和参照组中个体的代际流动水平。子女代际流动水平的衡量分为两种：第一，是否实
现代际向上流动，即通过子代和父代收入排序的比较，子代收入排序大于父代收入排序
赋值为１，反之赋值为０；第二，代际收入流动值，即子代收入百分位排序与父代收入百
分位排序的差值。
参照搬迁扶贫实验研究的一般方法 （Ｋｌｉ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本文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

研究博山区１９９４年搬迁扶贫对子女代际流动的影响 （又称意向影响）。

ｙｉ＝α＋β
ＩＴＴＥｘｐｉ＋γＸｉ＋δＶｉｌｌａｇｅｉ＋ζｉ， （５）

其中，Ｅｘｐ为被分配到实验组和参照组的指示变量，Ｘ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如子女性别
等），Ｖｉｌｌａｇｅｉ 是一系列村庄特征变量，ｙｉ 为子女代际流动水平。
由于不是每个搬迁村的家庭都会选择搬迁，因此，意向影响可能低估了搬迁扶贫的

因果效应。依据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１９９４）的研究，本文使用是否被选中为搬迁村的
家庭作为工具变量，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获得搬迁资格且实际进行搬迁群体的
实验效果 （Ｌｏｃ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ＬＡＴＥ）。估计方程如下：

ｙｉ＝αＬ ＋β
ＬＡＴＥＴａｋｅＥｘｐｉ＋γＬＸｉ＋δＬＶｉｌｌａｇｅｉ＋ζ

Ｌ
ｉ， （６）

其中，ＴａｋｅＥｘｐｉ为是否参与搬迁扶贫实验的指示变量，β
ＬＡＴＥ 表示选中为搬迁村的村民且

搬迁到贫困程度较低社区的因果效应。

四、描述分析和实证结果

（一）代际流动基本特征：分组讨论

本文比较了实验组和参照组７５分位数以下和７５分位数及以上样本中子女收入排序
超过父母收入排序１００％、１１０％和１２０％的比例 （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显示，７５
分位数以下群体中，实验组子女收入排序超过父母收入排序１００％、１１０％和１２０％的比
例都显著高于参照组。７５分位数及以上群体中，实验组子女收入排序超过父母收入排序

１００％、１１０％和１２０％的比例则显著低于参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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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Ａ显示，实验组中最低收入阶层 （Ｑ１）家庭的子女长大后停留在最低收入阶层
（Ｑ１）的比例显著低于参照组。同时，流入较高收入阶层 （Ｑ３）的概率显著高于参照
组。但实验组中最低收入阶层 （Ｑ１）家庭的子女长大后流入最高收入阶层 （Ｑ５）的概
率则低于参照组。这表明，搬迁扶贫提高了搬迁家庭子女跨越代际贫困陷阱、实现代际
向上流动的概率。图１Ｂ显示，实验组中中等收入阶层 （Ｑ３）家庭的子女长大后流入最
低收入阶层 （Ｑ１）和最高收入阶层 （Ｑ５）的比例都大于参照组。值得注意的是 （图１Ｃ），

对于高收入阶层的搬迁家庭，其子女代际向下流动的概率显著高于参照组。具体地，Ｑ５
阶层的实验组家庭其子女流入 Ｑ１或 Ｑ３阶层的比例都大于参照组。这间接地表明，搬
迁扶贫对于高收入阶层的家庭而言，并未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甚至更多的搬迁家庭
由较高的社会阶层流入较低阶层。

图１　代际流动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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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代际流动概率 （续）

表２报告了使用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相关系数和代际收入排序三种方法对实验
组、参照组和全样本代际流动水平的测算结果。列 （１）至列 （２）是使用代际收入弹性
方法在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情况下，测算出的实验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平
均来看，实验组中父母收入提高１％，其子女的收入会提高０．０４３％。类似的，列 （３）
至列 （４）报告的是参照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平均来看，父母收入提高１％，其子女收
入将提高０．１４８％。可见，实验组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小于参照组。列 （５）报告了加入
控制变量后，全样本的代际收入弹性。平均来看，父母收入提高１％，其子女收入会提
高０．１３５％。
列 （６）至列 （１０）报告了使用代际收入相关系数方法的测算结果。与代际收入弹

性的结果相似，父母收入提高１％，实验组和参照组的子女收入分别提高０．０５％和

０．１７５％。列 （１１）至列 （１５）报告了使用代际收入排序方法的测算结果。可以发现，
代际收入排序的测算结果与代际收入弹性的测算结果也较为相似。总结来看，搬迁家庭
的代际流动水平高于非搬迁家庭。这说明，搬迁扶贫有利于提高迁移者的代际流动水
平、缓解阶层固化。
尽管本文使用代际收入排序方法测算的结果显示 （列 （１１）至列 （１５）），加入控制变

量后参照组和全样本的代际收入排序系数在１％统计水平上是显著的。但是，使用代际
收入弹性和收入相关系数两种方法所测算出来的实验组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和相关系数

并未通过１０％的统计检验。并且，Ｓｏｌｏｎ （１９９２）指出，仅仅使用某一年份的收入来计
算代际收入流动水平会导致估计出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偏小。本文主要使用２０１４年子
女月收入和父母１９９３年月收入来计算样本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鉴于此，为了确保测
算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本文使用未取对数的收入对实验组和参照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
进行测算 （限于篇幅，未展示）。参考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的做法，本文使用父母的职业
水平和教育水平作为父母收入的工具变量，对参照组和实验组的代际收入流动水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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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 （限于篇幅，未展示）。比较而言，使用工具变量的计算结果大于表２的结果。但
是，工具变量的计算结果也同样显示实验组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和相关系数都显著低于
参照组。

表２　代际收入流动水平测算结果

系数

代际收入弹性

实验组 实验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β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３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１）

样本量 ４２７　 ４２７　 ５６３　 ５６３　 ９９０

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６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

代际收入相关系数

实验组 实验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全样本

（６） （７） （８） （９） （１０）

β ０．０８０　 ０．０５０　 ０．１７３＊＊＊ ０．１７５＊＊＊ ０．１５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６）

样本量 ４２７　 ４２７　 ５６３　 ５６３　 ９９０

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９　 ０．１６２　 ０．１３６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

代际收入排序

实验组 实验组 参照组 参照组 全样本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β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１　 ０．２２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２）

样本量 ４２７　 ４２７　 ５６３　 ５６３　 ９９０

Ｒ２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２　 ０．２０９　 ０．１７９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表示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子女性别等。

全样本分析中还纳入了是否迁移与父代收入的交互项。

关于中国、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代际收入流动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表３显
示，中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系数大约在０．２３到０．７３之间。其他发展中国家，代际收入弹
性大约在０．２５到０．６１之间。发达国家，代际收入弹性大约在０．１４到０．４８之间。比较
而言，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代际收入弹性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即中国和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代际流动水平较低，而发达国家的代际流动水平则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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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国家代际收入流动比较

作者 国家 系数 作者 国家 系数

中国 （ＩＧＥ） ０．３３９－０．６１９ Ｎｇｕｙｅｎ　ａｎｄ　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２０） 越南 ０．３６

本文 中国 （ＩＧＣ） ０．４００－０．７３０ Ｈｎａｔｋｏｖｓｋ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印度 ０．６１

中国 （ＩＧＲ） ０．２３３－０．６８７ Ｎｅｉｄｈöｆｅｒ（２０１９） 阿根廷 ０．２４５－０．３１３

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 中国 ０．３９－０．４４２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美国 ０．３３－０．３６

Ｙｕａｎ（２０１７） 中国 ０．６８２ Ｌｅｆｒａｎｃ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 日本 ０．３５

Ｇｕｏ　ａｎｄ　Ｍｉｎ（２００８）；

Ｇ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
中国 ０．３２－０．６３ Ｍｕｒｔａｚａｓｈｖｉｌｉ（２０１５） 瑞士 ０．１４５－０．４７８

Ｌ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 中国 ０．６１５ Ｋｉｍ（２０１７） 韩国 ０．１４４－０．３３４

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 中国 ０．３１９ 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 加拿大 ０．３１０

　　注：除本文外，其余均为代际收入弹性系数；本文的结果是基于工具变量的测算结果。

（二）搬迁对代际流动的影响：因果分析

表４报告了基于式 （５）计算出的搬迁扶贫与代际流动因果关系的实证结果。模型Ａ
和模型Ｂ中，因变量为是否代际向上流动，模型Ｃ和模型Ｄ中，因变量为代际收入排序

差值。其中，模型Ａ和模型Ｃ、模型Ｂ和模型Ｄ分别展示的是收入在７５分位数以下和

７５分位数及以上样本的测算结果。列 （１）、（２）和 （３）分别是未加入控制变量、加入

控制变量和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的估计结果。平均来看，搬迁扶贫使得中低收入家

庭代际向上流动概率增加２．１％。然而，对于高收入搬迁家庭而言，搬迁并未促使其代

际流动水平进一步提升。甚至，显著降低了其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搬迁扶贫使得

高收入阶层的搬迁家庭其代际向上流动概率降低８．７％，代际收入排序差值降低９．２７９。

可见，博山的搬迁扶贫项目能够有效地阻断代际贫困，有利于促进搬迁家庭中最贫困家

庭实现代际向上流动。

由于不是每个搬迁村的家庭都会选择搬迁，依据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和Ｉｍｂｅｎｓ

ａｎｄ　Ａｎｇｒｉｓｔ（１９９４）的研究，本文使用是否被选中为搬迁村的家庭作为工具变量，基于

式 （６）估计了搬迁扶贫对实际搬迁群体的代际流动因果效应，其结果与表４基本一致
（限于篇幅，未展示）。

表４　 基准分析

被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模型Ａ：＜７５分位数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４）

代际向上流动 样本数 ６９１　 ６９１　 ６９１

Ｒ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３　 ０．０９３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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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释变量 变量 （１） （２） （３）

模型Ｂ：≥７５分位数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６）

代际向上流动 样本数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Ｒ２ ０．０１３　 ０．１０３　 ０．１０３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模型Ｃ：＜７５分位数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３１４ －０．７５７ －０．７５７

（２．３９０） （２．４２９） （２．４６２）

样本数 ６９１　 ６９１　 ６９１

Ｒ２ ０．００１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模型Ｄ：≥７５分位数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８．４３４＊＊ －９．２７９＊＊＊ －９．２７９＊＊＊

（３．４５７） （３．２９４） （３．３３７）

样本数 ２８８　 ２８８　 ２８８

Ｒ２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７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注：＊＊＊、＊＊和＊表示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列 （１）和列 （２）的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列

（３）的括号内为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ｅｄ标准误。控制变量包括子女性别等；下同。第 （１）—（３）列数值是通过父母１９９３年

（搬迁前）收入与子女２０１４年收入估计得到的。模型Ａ和模型Ｃ中 “＜７５分位数”是指父母收入排序在０—７４分位

数之间的样本。模型Ｂ和模型Ｄ中 “≥７５分位数”是指父母收入排序在７５—９９分位数之间的样本。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从五个方面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１９９４年博山区实施搬迁扶贫时，被选中为搬迁村的农户并不是都选择了搬

迁。其中，有５６户未搬迁，实际搬迁农户为３７１户。因此，表４中展示的结果可能低估
了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因果效应。鉴于此，本文将实际未搬迁的农户调整为参照组，
重新对搬迁扶贫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估计。表５中模型Ａ显示，对于７５分位数以下
的样本搬迁扶贫对代际向上流动概率的系数为０．０３２。该系数大于没有将实验组中实际
未搬迁样本剔除的估计结果 （０．０２１）。可见，未考虑有农户未搬迁的问题时，会低估搬
迁扶贫对代际流动的影响。
第二，１９９４年搬迁农户存在回迁到原来的村庄或者搬迁到别的地方居住的现象。

Ｃｈｅｔ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ｅｎ（２０１８）指出当家庭搬迁到较好的社区居住时，平均每年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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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收入带来４％的正向效应。可见，居住在较好的社区的时间越长，搬迁家庭受到
的累积正向效应越大。本文将有过回迁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居住的样本调整为参照组，重
新对搬迁与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估计。模型Ｂ显示，对于７５分位数以下的样本，剔除
回迁家庭后是否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估计系数为０．０４６。该系数大于剔除未搬迁农户的
估计结果 （０．０３２）。对于７５分位数及以上的样本，估计系数则与剔除实际未搬迁农户
的估计结果相近。
第三，参考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和Ｆ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等的研究，本文纳入父母文

化程度、１９９３年村庄人数等特征变量进一步考察基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模型Ｃ显示，
搬迁扶贫对子女代际向上流动和代际收入排序差值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基本

一致。
第四，由于被选中为搬迁村的家庭在实际是否搬迁时具有自选择的特征，为了克服

搬迁家庭自选择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中的核匹配对估计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未展示）。具体地，模型Ｄ的第 （１）至第 （４）列汇报
了使用核匹配的估计结果。总体上，估计系数与基准分析结果较为一致。
第五，我们的调查问卷对子女主观社会地位进行了询问，具体是 “您觉得您的社会

地位与您父亲相比，您的社会地位是？”“您觉得您的地位与您母亲相比，您的社会地位
是？”其选项为：大大低于、低于、一样、高于和大大高于５类选项。模型Ｅ显示，对
于７５分位数以下的样本，搬迁扶贫对子女主观代际流动水平的影响为０．０８６。这表明，
搬迁扶贫能够提升中低收入阶层中搬迁家庭子女的主观代际流动水平。

表５　稳健性分析

代际向上流动 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模型Ａ：实际搬迁样本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３２ －０．０７５ －０．４０６ －７．７５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６） （２．３７５） （３．３４９）

样本量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Ｒ２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Ｂ：调整回迁样本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６　 ０．８３４ －７．５５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７） （２．４４４） （３．４９４）

样本量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Ｒ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７　 ０．１３０　 ０．１４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Ｃ：纳入更多控制变量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２２ －０．０８０　 ０．６３２ －８．０８７＊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３．４４８） （４．７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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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向上流动 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样本量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Ｒ２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６６　 ０．１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Ｄ：倾向得分匹配法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４０ －０．１１１＊＊ ０．８２２ －１１．０２０＊＊＊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３．０６３） （３．５６１）

样本量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模型Ｅ：主观代际流动

子女自评主观社会地位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５） （６） （７） （８）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８４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０）

样本量 ２５２　 ２５２　 １９０　 １９０

Ｒ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８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注：＊＊＊、＊＊和＊表示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倾向得分匹配法汇报的是使用核匹配方法计算得到的

ＡＴＴ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主要从搬迁家庭子女性别、地理位置和距离三个方面展开。表６展示了
搬迁扶贫对子女代际流动的异质性影响结果。
性别方面，７５分位数以下群体中，男性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和代际流动排序差

值低于女性。这说明，搬迁扶贫显著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中女性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和
收入排序差值。换言之，搬迁扶贫能够更加促进贫困家庭女性群体逃离代际贫困陷阱，
增强女性群体代际向上流动水平。对于７５分位数及以上群体，搬迁扶贫使得女性陷入
代际贫困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可见，搬迁扶贫使得７５分位数及以上群体都受到了显
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女性受到的负向影响更大。
区域方面，调查样本主要分布在博山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本文将进一步从区

域上探讨搬迁扶贫对代际流动长期影响的差异性。对于７５分位数及以上群体，搬迁扶
贫使得东南部地区家庭中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低于西北部地区。可知，对于博
山区的搬迁扶贫项目而言，东南部地区搬迁家庭中的高收入阶层受到的负向影响显著高
于西北部地区。
迁移距离方面，博山区东南部和西北部的搬迁家庭到城区的平均距离分别为４３．１

千米和２４．２千米，本文进一步探讨了搬迁距离与代际流动的关系 （限于篇幅，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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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整体上，随着搬迁距离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中的实验组代际流动概率和代际收
入排序差值不断提高且高于参照组。对于迁移距离低于４３．４千米的样本，随着迁移距
离的增加，高收入阶层中的实验组代际流动概率和代际收入排序差值呈现不断降低趋
势。综上，随着迁移距离的增加，搬迁扶贫对中低收入阶层中搬迁群体代际流动的正向
影响不断提高；但对高收入阶层中搬迁群体代际流动的负向影响也在增强。迁移距离异
质性影响的产生原因有待后续研究。

表６　异质性分析

模型Ａ：分性别

男性：代际向上流动 女性：代际向上流动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０６＊＊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５１）

样本量 ３６３　 １６１　 ３２８　 １２７

Ｒ２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３　 ０．１１１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男性：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女性：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５） （６） （７） （８）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２．８５７ －９．７２０＊＊ ２．２７１ －８．９３２＊

（３．３２５） （４．１４２） （３．５６２） （５．３８７）

样本量 ３６３　 １６１　 ３２８　 １２７

Ｒ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４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模型Ｂ：分区域

东南部：代际向上流动 西北部：代际向上流动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０．００６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３）

样本量 ４７２　 １７９　 ２１９　 １０９

Ｒ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９　 ０．０９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东南部：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西北部：代际收入排序差值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实验组ｖｓ．控制组 －１．９９０ －１１．６８９＊＊＊ ０．７１７ －６．４３１

（３．１９４） （４．４３０） （４．２２６） （４．７１９）

样本量 ４７２　 １７９　 ２１９　 １０９

Ｒ２ ０．１３３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９　 ０．１７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和＊表示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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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 制 分 析

搬迁扶贫对子女长期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中在子女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

个方面。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发现，搬迁家庭中子女年龄在１３岁以下时，搬迁将对其

教育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Ｚｈａ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的研究显示，搬迁扶贫对女性子女的人力

资本具有负向冲击。Ｊｅｏｎ（２０２０）发现社会网络较高的迁移者，５９％会回迁到初始居住

地。社会资本较低的迁移者，迁入地提供的社会服务可以有效替代原有社会资本所能提

供的社会服务。Ｂ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认为良好的邻里关系，有助于邻里间通过推荐工作

的方式，使得同一社区的劳动者就业匹配程度更高，从而提高就业者收入水平。

综上，本文构建了博山区搬迁扶贫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子女代际流动的作用

机制 （图２）。搬迁扶贫使得贫困家庭搬迁到公共服务水平较好的城郊地区，使得子女，

尤其是中低收入搬迁家庭中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等公共服务，进而提升搬迁家庭

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搬迁对于搬迁村中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的社会资本破坏具有差异

性。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该群体拥有的社会资本较低、社会网络较小 （Ｓｍａｌｌ，

２００７）。此外，由于接收村都是工业发达的村，搬迁村的村民几乎不可能到接收村再次

从事种养殖业。同时，由于搬迁村到接收村距离较远 （大约３８．２７千米），搬迁村村民

回到原住地进行种养殖的成本极大，因此，整个迁移群体的务农技能都受到了破坏。

图２　机制分析

高收入群体主要由搬迁村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组成。与中低收入群体相比，

该群体在原社区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相对较高，且具有不同特征 （Ｓｍａｌｌ，２００７）。政治

精英主要是搬迁村中擅于并积极参与村级管理发展的群体，其社会资本的特征是在村级

政治参与和管理上具有显著优势；经济精英主要是搬迁村中擅于种养殖的群体，拥有较

高的种养殖技能水平和较广的社会网络；社会精英主要是搬迁村中擅于与其他村民交

流、合作等群体，其社交范围较广。搬迁导致搬迁村中政治精英丧失村庄领导和管理的

主导地位；经济精英面临着从种养殖转换到工业生产而导致的技能转换成本过高的负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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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社会精英则陷入接收村到搬迁村距离较远所导致的原有社会网络难以维系的困境
（Ｄａｖａｎｚｏ，１９８１）。

综上，博山区这种一对一的搬迁扶贫，导致了搬迁群体中的高收入阶层社会资本遭

到破坏，进而影响父母和子女的收入。搬迁群体中的中低收入群体尽管种养殖技能也遭

到破坏，但是，中低收入阶层在接收村通过与接收村村民的互动，或者共同参与到社区

的建设等活动，有可能获得新的社会资本，使得子女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有用的社会

网络。同时，搬迁扶贫使得贫困地区中低收入阶层能够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促进子女

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收入提升。

参考孙三百等 （２０１２）的研究，本文使用子女受教育程度和自评健康水平表征子女

的人力资本水平。同时，通过加总搬迁后 （１９９５年）被访者家庭是否参加所在社区
（村）的文体活动、业主委员会活动、选举活动和其他活动来构造出被访者的社会资本

水平。具体地，通过式 （７）探讨搬迁扶贫与代际流动的作用机制。

ｙｉ＝α＋βＴａｋｅＥｘｐｉ＋γ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ＴａｋｅＥｘｐｉ＋ζｉ， （７）

其中，ＴａｋｅＥｘｐｉ 为是否参与搬迁的指示变量。Ｃａｐｉｔａｌｉ 为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变量。

表７展示了基于式 （７）估计出的搬迁扶贫与代际流动的机制分析结果。列 （１）显

示，搬迁与教育的交互项和教育变量的估计系数都为正。这表明，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

言，搬迁将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路径提高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列 （２）中搬迁与教

育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负，教育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这说明，搬迁降低了教育对高

收入阶层代际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列 （３）和列 （４）展示了搬迁与自评健康交互项的

系数。对于中低收入阶层而言，搬迁强化了健康对代际流动的正向作用。列 （５）和列
（６）展示了搬迁与社会资本交互项的系数，可以发现，搬迁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

资本，进而提升了子女代际流动水平；而搬迁降低了高收入阶层的社会资本水平，进而

降低其子女的代际流动水平。

表７　机制分析

　变量

代际向上流动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迁移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７ －０．３８０＊＊ －０．２２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７） （０．１２５） （０．１８９） （０．１８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５）

教育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８）

健康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５）

社会资本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８）

搬迁×教育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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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代际向上流动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７５分位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搬迁×健康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５）

搬迁×社会资本 ０．００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５７）

样本量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６９１　 ２８８

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注：＊＊＊、＊＊和＊表示系数在１％、５％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限于篇幅，未展示代际收入排序差值的分析结果。

六、结论和启示

基于我国１９９４年的搬迁扶贫项目，本文探讨了搬迁扶贫对搬迁家庭子女代际流动
的长期影响。本文发现：搬迁扶贫促进了搬迁群体的阶层流动，提高了最低收入阶层跨
越代际贫困陷阱的可能性，降低了高收入阶层中搬迁家庭子女代际向上流动的概率和代
际收入排序值。搬迁扶贫对中低收入阶层中女性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的正向作用显著
大于男性；迁移距离越远，搬迁扶贫对中低收入阶层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的正向影响
越大，对高收入阶层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的负向影响也越大。人力和社会资本可能是
实现中低收入阶层的搬迁家庭子女代际向上流动概率和代际收入排序水平提升的重要中

介因素。
本文的启示：第一，搬迁扶贫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之一，对于深度贫困地

区，应大力以搬迁扶贫的方式促进深度贫困人口脱贫发展，促进其跨越代际贫困陷阱，

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链条。第二，对于偏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实施搬迁，短期内可以改善
其居住环境、就业环境、子女上学环境；尤其能够提升最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和健康水
平，长期内有利于实现代际向上流动。搬迁扶贫可以成为破除阶层固化现象、改善我国
代际流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策手段。第三，应提供多样化的搬迁安置方式，规避
集中安置带来的居住隔离，通过开展社区活动等形式促进搬迁家庭与迁入地家庭的融合
和社会资本的形成和提升。

本文存在诸多不足：目前的分析对象来自一个县 （区），样本量和区域范围有限，
无法完全反映整个全局的搬迁扶贫情况。受样本和数据的限制，无法深入开展关于影响
机制的分析，部分结果的统计显著性和稳健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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